
试析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

机制的演变及影响
①

———安倍政权的调整和重塑

孟明铭　吴怀中

　　摘　要：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决

策机制内部各决策主体———首相、政党和行政官僚的关系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由此前

“１９５５体制”下首相相对弱势、政党和行政官僚“自下而上”主导决策的局面，逆转为首相

主导、后两者翼从合作的状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数届内阁的政

治改革发挥了主要作用。尤其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时期，在决策制度、决策流程和个人

决策风格三个方面，对政治决策机制进行了关键调整和重塑。在后安倍时代，影响政治

决策机制演变趋势的内外部因素未出现根本变化，首相主导在短中期内仍是其主要特

征，但也存在着引发政局不稳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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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后至今的近３０年里，尤其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期间，日本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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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加强决策能力和取得施政效果，对政治决

策机制进行了诸多改革，促使其发生深刻变化。目前该现象已引起学界

关注。① 特别是，在安倍长期执政时期，日本政治决策机制演变的内容、

特点有哪些，其影响如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日本

政局的把握。

　　一、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定义及对其先期改革

　　（一）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定义和模式

“政治决策机制”，一般指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政治主体的

地位及其相互关系。② 就日本而言，形式上其政治决策的形成主要通过

各种议案经国会批准成为法令而实现。在战后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的

１９５５年体制下，绝大多数议案都是由政府提出的（日本称之为“阁法”）。③

政府各省厅内，以课长、课长助理、资深课员为代表的中下层行政官僚依

据工作需要或外部诉求（如议员意见、媒体批判、民间建议、内阁指示等）

制成议案（草案）初稿，逐级上报和讨论，并与执政的自民党内以族议员

为代表的、通晓相关领域知识、对该领域各方势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进行协调，在此基础上形成议案草案。再由各省次官和大臣裁决同意

后，形成省厅方案提交给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通过党内设置的决策机

构（如党大会、参众两院总会、总务会和政调会，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

政调会）审议认可后，作为政府议案提交议会通过。

根据这一决策过程，可以将１９５５年体制下的政治决策机制大致分为

政党（主要指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行政官僚、首相及其组建的内阁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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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这三大主体板块外围，还围绕着利益集团（如作为财界代表的“经

济团体联合会”）、选民、媒体、智库等影响因素。所有因素相互关联并相

互作用。在政治决策机制运作过程中，基本保持着以内阁为中心、多元

参与、多层次反复磋商的金字塔型结构。

这一决策机制促使决策主体之间得以亲密合作，同时也能最大程度

兼顾社会各界利益诉求，保证了日本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但该机制在

协调沟通过程中经常出现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等弊端，例如，１９５５年体

制下执政的自民党因此一直被诟病为“金权政治”。更为重要的是，该机

制“自下而上”“利益兼顾”的特点也很容易异化成决策时的“政出多元”。

在决策过程中，官僚和政党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作为这两者的最高领导

者和决策主体之一的首相及其内阁的存在感很低。首相要摆脱前两者

的牵制，不仅要克服行政官僚的专业壁垒，抵挡执政党内部的派阀倾轧，

而且因缺乏法律制度的保证，只能依靠个人魅力和威望，或者迂回借力

“曲线救国”。①

（二）安倍二次执政前日本对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影响

进入１９９０年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１９９３年大选后失去了长达３８

年的单独执政地位，１９５５年体制终结，这说明传统的日本政治模式已无

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不少政治精英开始反思，希望通过政治改革以扭

转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颓势，这就意味着对包括政治决策机制在内的重

整。截至安倍二次执政之前，日本对决策机制的改革主要有分为两个

阶段。

１．酝酿起步期

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改革进展为小泽一郎改革构想和桥本龙太

郎行政改革。早在１９９０年前后，自民党内就出现了以小泽一郎为代表，

希望净化日本政治，转变国家战略方向的改革派势力。小泽在１９９２年出

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指出，长期以来日本政治倾向于利益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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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各方诉求，决策机制过分重视协调和调整，导致政府缺乏政治决断

力，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有必要将“官僚内阁制”转变成“议院内阁制”，

扩大首相的裁决权，增强内阁职能，构建能够集中高效制定政策的自上

而下的决策体系。在小泽等人的影响和推动下，日本国会从１９９４年起通

过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其中包括《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

正法》《政党助成法》等法案，促使众议院选举制度确立了小选举区和比

例代表并立制。在新的法律制度下，首相对于议员的掌控力度不断加

强，可调配资源增多，派阀势力开始遭到削弱，利益集团对政党的干涉影

响逐渐被遏止。① 这一轮改革浪潮，为政治决策领域的进一步变革提供

了法律和政治基础。

１９９６年成立的桥本龙太郎内阁对政策决策机制进行了首次直接改

革。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赋予首相重要政策提案权，首相

可以根据自身执政需求主动提出议案，这有效调整了政策形成的程序和

政府决策的方式。二是新设辅佐首相、协助内阁官房的机构———内阁

府，其管辖范围涉及经济、财政、科学技术政策等诸多领域，并由首相任

命负责上述政策的特命担当大臣、副大臣、大臣政务官及“政策统括官”

等。② 三是对整个中央行政机构体系进行了全面改组精简，将省级机构

由２２个（１府１２省１委８厅）减至１３个（１府１０省１委１厅），１０年内削

减中央公务员人数２５％，并对之前具有强大权限的省厅进行了权力分

割。如，将邮政省的通讯产业、广播业务分拆至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大

藏省的金融管理职能转至金融厅，名称改为财务省。③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机制改革已开始启动，一方面在法律上扩充了

首相的权限，又加强了首相辅佐体系，提高了首相和内阁作为中枢机关

的决策领导力和综合协调力；另一方面开始削弱政党与行政官僚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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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虽然这些措施仍以清算、修正为主，对政治体制进行的基础性

改革短期内较难迅速见效，有架构并能落到实处的创新性措施不多，但

是机制演变的大致方向已初见端倪。

２．突破重组期

这一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改革措施集中在小泉纯一郎政权和民主党

执政时期。２００１年４月，强烈主张政治改革的小泉纯一郎成为自民党总

裁和首相。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小泉对决策机制也有重大调整。① 具

体的调整方向有三方面。一是在决策流程上，在内阁府内组建“经济财

政咨询会议”，成员有包括首相在内的６名内阁成员、４名“民间有识之

士”②和日本银行总裁。该会议由首相主导，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针

和措施。二是在人事上，大胆启用几无政治背景的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

中平藏为经济财政大臣，推行激进的金融改革措施，并支持其当选自民

党参议员。三是进一步树立首相权威，为推进作为改革象征的邮政民营

化方针，小泉不顾邮政官僚、“邮政族”议员乃至党内部分派阀的激烈反

对，打出“砸烂自民党”的旗帜，开除“造反”议员，直接举行大选“问政于

民”并取得大胜，在实现了邮政民营化目标的同时，沉重打击了阻挠首相

决策的党内派阀。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民主党执政期间，同样认为日本决策机制的顽疾是

“官僚主导”“中央省厅的居高临下指挥式行政”，因此提出“政治主导”路

线，力图通过专项改革将决策主导权从官僚完全转移到政治家手中。为

此，民主党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加强对官僚机构内部事务的干

涉。民主党在各省厅内，设置了由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组成的“政务三

役”会议，由其决定省厅内的重要事项。如有业务问题，该会议也可直接

找下属局、课人员问询。二是设立推进政治决策机制改革的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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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分别为牛尾电机公司会长牛尾治朗、丰田汽车会长奥田硕、大阪大学教授本间正明、

东京大学教授吉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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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在内阁里设置“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两个机构。“国家

战略室”负责规划和设计财政、税收框架和经济经营的宏观战略。“行政

刷新会议”负责规划对各级行政机构的制度和预算进行改革等。①

这一时期，首相冀望于集中权力、改革决策机制以推动日本改革与

转型的诉求日渐强烈。小泉内阁“砸烂自民党”的政治姿态和民主党政

权对官僚集团进行的激进改革，不仅打击了执政党和官僚内的抵抗势

力，也破坏了原有决策机制的架构和内在关系。１９５５年体制下“自下而

上”“多元共治”型的政策决定方式已难以为继，机制演变呈加速突破趋

势，以政治主导、首相主导为特色的新机制的雏形已显现。正是在这一

背景下，安倍晋三走上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

　　二、安倍长期执政时期对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措施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二次上台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开始了长达７年半

的执政生涯。在任期间，安倍于政坛内几无对手，呈现“安倍一强”的独

大格局。为保证执政稳定和效率，安倍从决策制度、党内决策流程、首相

个人决策权力三个方面对日本政治决策机制进行了改革。

（一）改革决策制度

安倍刚上台时，正值中日ＧＤＰ对比发生历史性逆转、美国全面调整

亚太布局之际。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统治集团更为重视外交

和安全防卫问题。为此，安倍于２０１３年在内阁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ＮＳＣ），强化首相官邸对这些要害领域的决策与控制权。该机构包括三

级会议形式：由首相、官房长官、外交大臣、防卫大臣参加的“四相会议”

构成机构的核心；“四相”外加总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

交通大臣和国家公安委员长的“九相会议”，处理一般事务；紧急事态下

举行的不固定大臣会议，首相可以根据事态的性质灵活召集不同人员来

应对。为落实ＮＳＣ作出的决定，其下设有三个服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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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阁危机管理监、内阁情报调查室，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国家安全保

障局，由深受安倍信任的谷内正太郎担任局长，负责综合制定与国家安

全相关的外交防卫方针政策，进行情报分析等。国家安全保障局有６０余

人的编制，其中１０多人为自卫队军官和专家，该局下设６个部门中有３

名部长由防卫省官员担任，从而使首相能够直接接受处理国家安全的一

线信息。ＮＳＣ一般每月举行２次“４相会议”，探讨安保方向的宏观形势

及未来规划，必要时会扩大到“９相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后下达至安全保

障局，并由其责令相关省厅予以落实。而且，安倍在成立ＮＳＣ时，将国家

安全保障的定义扩大到国内紧急情况、武力攻击和周边事态等领域。①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出现，使首相在内政、外交、国防等关键领域打破了

以往的决策流程惯例，进一步推动决策机制向有利于首相扩大权限的方

向进展。

安倍在决策机制改革中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强化对行政官僚的人

事权。２０１４年，日本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关联法》，规定由内阁统

一掌控中央政府内干部的任命和调动权力。为此，安倍在内阁官房新设

“内阁人事局”。人事局接管了日本人事院和总务省的国家公务员考试

和培训、决定政府编制和薪酬等职能，专门负责管理各省副局级以上官

员（约６００人）的人事工作，包括人员信息管理、合法性审查、拟定和确定

干部人选，并根据首相和官房长官的人事要求进行相应安排等。通过这

一改革，首相官邸可以越过各省厅内部人事制度和论资排辈的升迁惯

例，直接干涉重要岗位的官僚任免。如关于２０１８年财务次官的人选，财

务省推荐财务官浅川雅嗣，但安倍和麻生太郎更属意预算局长冈本薫

明，尽管遭到财务省内的强烈反对，仍然任命了冈本。② 更为典型的事例

是２０１７年发生“森友学园”丑闻时，财务省理财局局长佐川宣寿在国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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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安倍等人参与此事，并涉嫌篡改了相关文件以帮其“脱罪”。事后佐

川果然得到“关照”，升迁至国税厅长官，直至篡改文书一事被揭发后被

迫辞职。前文部科学省次官前川喜平就认为，首相官邸掌握了行政官僚

的人事权后，“霞关全体（官僚）日益成为了安倍官邸的仆从、私兵”。①

（二）架空执政党内决策流程

１９５５年体制下的传统政治决策机制存在着官僚与执政党之间协调、

自下而上进行决策的特点。冷战后历届内阁对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对

象多以行政官僚为主，经过２０年的努力，官僚对于内阁的制衡作用已逐

渐减弱。但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议案必须通过政治调查会等机构的审

议并在总务会上得到通过才能报送内阁的流程并无实质变化。这种“事

前审查”式的党内决策流程，必然会影响首相施展权力。

针对这一现状，安倍一方面利用党总裁的地位和权力，在内阁府设

置直属总裁的资政机构。除了已在小泉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经济财

政咨询会议”以外，还新设旨在摆脱通胀的“日本经济再生本部”、促进地

方发展的“地方创生本部”、负责应对ＴＰＰ问题的“外交经济联合本部”、

推进女权事业的“女性活跃推进本部”、研究少子老龄化问题的“一亿总

活跃推进本部”、研究教育改革的“教育再生实行本部”、推进安保法制的

“和平安保法制推进本部”等，并邀请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对

相关的特定问题提出咨询报告和相应的政策议案，从而绕过了传统的政

策决定过程中的各方纠葛牵制。另一方面，这些议案经内阁与首相审定

后，再以党总裁的名义提交给自民党政策审查机构，无形中迫使审查机

构在“修改议案”和“对抗党总裁”中做单选题，使其“知难而退”。而议案

通过审查并成为自民党决议后，又能“约束”国会内的自民党议员在表决

中投票通过。对比另一位强势首相小泉执政时期，其党内反对派曾利用

总务会等机构的“事前审查机制”，在选举制度改革和邮政民营化等问题

上，对政府方针进行修正，给小泉改革造成阻力，甚至闹到公开内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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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到安倍执政时对于决策流程的修改巧妙地将“事前审查”变为“橡皮

图章”，变相削弱了自民党内各势力集团对决策的影响力，这进一步加强

了首相在决策机制中的优势地位。

（三）打造鲜明的首相个人决策风格

安倍在均衡党内各方势力的同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人脉广泛安插

在政府和党内的要职中。如，和安倍结成“铁三角”盟友的副首相麻生太

郎、官房长官菅义伟，以及曾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税调会长甘利

明、修宪推进部长下村博文、厚劳大臣岩崎恭久、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等，

这些人未必与安倍同属“细田派”派阀，但至少都是他第一次执政时的

“老搭档”，较为熟悉。对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如与安倍争夺党总裁的石

破茂，安倍采取敬而远之的方式，上台初期给予其党干事长之位加以安

抚，待政权稳固后即“下放”为发展地方经济的特命大臣，最终将其逼出

内阁。安倍对亲信表现出充分的支持力度，甚至在其陷入丑闻后仍想办

法将之“捞”出复用。如甘利明任财政经济大臣时因涉嫌受贿而辞职，风

波平息后旋即被任命为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稻田朋美任防卫大臣时因

隐瞒自卫队海外行动日志事件被迫辞职，后来又成为自民党代理干事长

等。通过这种提拔政治合作者和自己出身派阀入阁或担任自民党领导

职务的方法，安倍在政府和执政党上层营造可靠“朋友圈”和“党中党”，

强化了自己在日本政坛的突出支配地位。

除了在政治家层面外，安倍同样在首相官邸内的首相秘书、助理等

官邸官僚高层岗位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利用这一群体直接实现决策意

志。以曾担任过首相秘书和首相助理的今井尚哉为例。今井因其舅曾

为安倍外祖父岸信介秘书而与安倍熟识，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就担任过

首相秘书。安倍在２００７年第一次下台后曾想过隐退，今井鼓励其东山再

起，因此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对其倍加重用。今井再任首相秘书，职权范

围很大，安倍给他确定的辅佐范围为“政策企划的总体担当”，远远超过

其他官邸官僚，在一些施政重点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如２０１６年在消费

税增税至１０％的问题上，主张“重建财政”的财务省与主张延期的经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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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省发生对立，最终经产省出身的今井出面说动安倍延期，财务省虽不

满也无可奈何。① 今井的影响力还深度介入到了外交决策领域。据日本

媒体报道，在２０１７年二阶俊博访华期间，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安倍亲笔

信。该亲笔信本应由外务省和国家安全保障局审核后即递交给对象国，

但今井在得到安倍直接指示后，在来华后临时修改了亲笔信，加入了非

常关键的日本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加深合作的话语，有效改善了中

日关系。② ２０１７年安倍政权爆出“加计学园丑闻”。文部科学省违规批准

（由安倍好友加计信太郎担任理事长的）爱媛县加计学园增设兽医学院。

据日媒披露，正是首相助理和泉洋人向时任文部科学省事务次官前川喜

平“委婉”传达了安倍的指示，要求其“忖度”（揣摩）首相意图行事。③ 安

倍利用首相官邸官僚在决策过程中单边行使权力，成为其执政时的重要

特点。

　　三、对安倍政治决策机制改革的评价

　　就目前情况看，安倍二次执政期间对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有如下特

点和影响。

第一，政治决策机制形成以安倍为中心的新格局，首相对于行政官

僚和执政党内部的干涉、影响力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一新格局同以

往相比有明显优点。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的决策效率明显提高，集中资

源取得了明显政绩。如“安倍经济学”虽有争议，但确实在数年内成功刺

激了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第二长的景气，失业率创新低；为了整顿财政

但又久拖不决的消费税增税问题也在安倍执政期间两次闯关成功，有效

缓解了政府的收支压力；推行国内规制改革，成功实现日本加入ＴＰＰ，并

在美国退出后维持住了ＣＰＴＰＰ。在安全方面，安倍政权实现了解禁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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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産省で固めた側近」、『朝日新聞』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７日。
「総理のためだけに動く「官邸官僚」　今井補佐官の正体」、『月刊日本』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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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森功：「前川喜平氏を呼びつけた首相補佐官の正体――「官邸官僚」の研究」、『文藝
春秋』２０１８年５月号。



自卫权的目标，提升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近几年国际不确定性

因素日渐增大，安倍政权驾驭下的日本政局比较稳定。但是这套决策机

制目前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决策权力过分向着首相集中，很容易导致“偏

听则暗”，一旦处于顶点的决策者作出错误决策，就很难挽回。比如在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筹建过程中，安倍无视国内舆论的呼吁作出

误判，结果失去了创始国等优厚条件，后面想加入时就面临巨大的困难，

浪费了大好机会。① 尤其在其执政的中后期，安倍因权力集中而犯下不

少出格错误，其中最为典型的即森友、加计学园丑闻，引发国民强烈反

感。导致２０１９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修宪势力未能达到

２／３多数的议席，令安倍修改宪法的夙愿梦碎，引为恨事。这种反噬现象

也说明当前日本“政治主导”决策机制仍存有缺陷和改进空间。

第二，安倍改革意味着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政治主导”“首相官邸

主导”趋势已取得阶段性成功。经过历届内阁，特别是安倍这７年多的努

力，在政治决策机制的内部，首相、执政党、行政官僚这三个主体间的关

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冷战前的决策机制中存在的政党和官僚对

于决策的强干涉、首相的弱干涉态势发生了逆转，首相在决策过程中已

基本掌握了主导权。更为关键的是，安倍改革对于决策领域相关法律规

则的修改，使首相主导决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以往的决策过程

中，如岸信介、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等人在任时曾力排众

议获取了不少政绩，但是这种强大的决策力是与其个人密切相关的，这

些“名相”往往拥有强大的派阀影响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支配政局。然

而，一旦其离任，缺乏相同能力的继任者只能“退缩”回到原有的决策弱

干涉地位。安倍提出的内阁人事局与党内审议制度改革等措施，前所未

有地为首相有能力夺取和保持对执政党和行政官僚的优势地位提供了

稳定的抓手和保障。未来的继任者用来制衡其它两个决策主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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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丰富，形成首相独断决策局面的概率也将越来越大。

第三，安倍改革取得进展的外部原因源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战略

的变化。日本是议会内阁制国家，首相和内阁都具有明确但又受到较多

限制的职权范围。从制度属性来讲，其领导人同总统制国家相比缺少一

定的独断优势，决策过程往往是平衡、进行交易和互相协调的过程。之

所以安倍能够将政治决策机制朝着有利于首相的方向演变，且政党和官

僚愿意从机制规则上接受退却的外部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至今，日本

力量的高峰期已过，存量不小但难有大的增长和起色。但在日本政治日

趋保守化的大背景下，以安倍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不愿接受日本相对缓慢

衰弱的现状，认为原有的、注重协调和平衡的政治决策机制已沦为“难以

决断的政治”①，呼唤强势政治人物推动日本在逆境中崛起，谋求“夺回强

大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绝不做二流国家”。对此，大部分

日本政治精英至少并没有持正面反对的态度。② 加之安倍二次上台前发

生的政权轮替，给自民党带来深刻刺激，驱使全党议员和派阀领导人摒

弃了以往“半永久型执政党”长治久安的认知，危机感和凝聚力空前加

强。③ 这一切有利因素的汇聚，助推首相主导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安倍时

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目前情况看，安倍离任后仍存有不少未解难题和

全新挑战，这一外部条件在后安倍时代仍将继续存在，并成为首相主导

决策的有利因素。

第四，在后安倍时代的政局走向上，预测首相在决策上的强主导性

未来仍将持续，但政局未必能保持稳定。２０２０年８月安倍辞职后，菅义

伟在其支持下接任首相职位。外界普遍预测，安倍辞职是以退为进，在

幕后仍可利用自己的政坛威望，发挥强大影响力，菅义伟政权是“没有安

倍的安倍内阁”。但是，安倍的这一举动，有可能与其本人推动的决策机

制首相主导化趋势相冲突。由于安倍已明确表示不会退出政坛，暂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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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但又具有强大话语权的安倍议员不排除会对菅义伟政府的决策“指手

画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在各项有利于首相在决策机制中占据优势

地位的法律规则已经稳定并持续发挥效力的情况下，菅义伟是否会对安

倍的诉求言听计从，将是难以预料之事。菅义伟上台后虽按照安倍的指

示和派阀势力确定了内阁人选，但在首相决策的关键机构首相官邸内的

人事问题上则有明确改动：长期作为安倍心腹的今井尚哉被调离首相秘

书这一要职，由与菅义伟关系密切的和泉洋人替任。可以认为，这是其

在日本政治决策机制中，在首相这一主体内部清除安倍影响力的一个重

要步骤。① 更何况，菅义伟与安倍之间并非完全“合拍”。例如２０２０年５

月，两人曾因围绕疫情处理问题产生严重对立，关系出现裂痕，菅义伟随

后“被”淡出决策中枢②。新政权下，安倍与菅二人如果出现难以调和的

矛盾，后者可能会利用首相主导下的决策机制强行推进自身主张，从而

导致政局不稳。结合这一判断，考虑到经过冷战后至安倍长期政权的数

轮决策机制改革，行政官僚的决策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未来的决策机

制改革方向应会朝着改变执政党内对首相决策权的制约这一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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